
三江论坛：“上善若水，水利万物不争”，宁波沦为浙江“老二”，其

实没啥不好…… 

车弓 

 

1、有朋友转来一条“为何宁波近些年沦为浙江老二”的微信，说是似曾相

识。我知他这般说，是指去年春季我发过一条微信，内容也是关于这方面的，内

中诸多观点颇为相似。 

为何近些年宁波沦为浙江老二？其实并不奇怪。如果我说宁波原本就是浙江

“老二”，可能会被一些激进的“爱城者”辱骂？然而，事实原本如此，从历史

角度说，相对浙江省会城市“六朝古都”杭州来说，宁波从来就居“老二”；如

果历史再往前提及一些，可能连“老二”都没有，在句践立国的春秋时代，城市

“老大”应是绍兴的会稽城，那时地处海隅的宁波，连一个像样的城廓都没有。

句章港或说句章城，能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会稽比吗？当然，那时的

“临安”（杭州），也就没法与会稽比。那时不统计 GDP，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宁波

处现浙江境内的“老几”，估计连“老三”、“老四”都保不住。因为在农耕文明

的“黄金时代”，地处海隅的宁波：“七山二水一分田”，土地资源明显地不足。

如果你了解这段历史，就会明白在唐、宋间，凡是在宁波履职有作为的官员，都

是疏浚河道、修缮海塘，为的就是增加宁波的耕地面积，使人们过上好的日子。

现在我们翻开乡土历史，就会看到“它山堰”、“谢公塘”、“施氏堤”等一系列的

水利设施，说穿了就是“为民造福”、去争浙江省内 GDP“老二”的 

因此，城市的发展和兴起，不能只看一时一举，有关部门的数字统计、房地

产的增速、或是几个华而不实的文人喊喊空头口号而见端倪的；衡量一个城市的

发展和进步，因素是多重和复杂的，需要从历史角度，市民对城市居住的幸福度，

和工商、基础设施和文化成因布局及前景，进行客观分析和有效促进之。改革开

放前几年，宁波依赖得天独厚的北仑大港和走南闯北的“宁波帮”，GDP 发展远

跑在城会城市杭州前头，应该说这是好事。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原本基础

就不错的杭州，应该也是好事，而且是很自然的好事。我们应该为之高兴，而不

应该酸溜溜地说些风凉话。我之所以会在去年春，写一篇“近些年宁波为何发展

滞后”的小文，主要是站在历史文化角度，对宁波“盲目自大”、“贪大求洋”，

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与做法不满，向一些还在台上呼风唤雨的朋友敲个警钟。什

么“书藏古今、港通天下”、“天下旅游、××开游”、“东亚文化之都”、“中国慈

孝之城”、“中国智慧城市”、“宜居城市”……而在这些口号下，盲目的得意与泄

劲，“假大空”的项目投入与建设，不仅不符合历史上宁波人“埋头实干、不事

张扬”的个性；而且阻碍了城市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实施和传承，继而影响城市



自身发展的进度和品质…… 

真正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城市“老大”，是党和政府带领全城百姓，一砖

一瓦干出来的，而不是仅仅“口号”而已。 

 

2、在城市学意义来说，城市建设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综合前提下发展

的。其经济是基础，文化是内涵。不能仅凭经济 GDP而论城市兴衰。我这般说并

不为否认宁波在浙江“老二”的地位，恰恰相反，就是在宁波 GDP 超过杭州时，

我也认为宁波在浙江是次于杭州的“老二”；因为由于历史原因，杭州在浙江城

市中一直处于“老大”（特别是文化老大）的地位。三十年前宁波的经济总产值

超越杭州，除了上述所说北仑大码头和“宁波帮”因素外，主要还由于享受中央

计划单列市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地域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至于近年国内排行的

“中心城市”和“次中心”，青岛、苏州和厦门排在宁波前面去了，至于深圳，

更是远远地排在前面。其实这也不用奇怪，深圳的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

有着宁波许多无法比拟的因素和地域条件。世界上许多经济 GDP 上升的城市，除

了政府或说政策的作用外，主要还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如厦门的经济 GDP，相对

就没有宁波高…… 

我这段时期一直在读吴敬琏先生《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这本书。此书出

版于 2001 年，是该年全国社科类优秀畅销书，2002年又一次强力推出，原因是

此书主要论证的是中央推行的政策、资源和地域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同

样的政策，同样的资源，同样的勤劳，为何有些地域的经济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

发展了，而有些地域却停滞不前…… 

这就关系到人们的思想动机（更深一步说是地域文化成因），起了决定与关

键的作用。我办理退休后集中精力，写了一部题为《太阳正在升起》近百万言的

长篇，主旨就是表现当代农民在改革开放年代由“牛”抬头转化为“人”的故事。

我想说明什么？是文化，是这座城市拥有和蕴藏的“源文化”，或定义为“根文

化”，促使人们思想转变，在同等的条件比别人先迈出了一步…… 

宁波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也曾有过在别人眼里“老大”的岁月。那是在

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也就是我刚才说的由于北仑大港的开发和走南闯北的“宁

波帮”孕育“新宁波帮”——乡镇（民营）企业的兴起，造成地域经济 GDP（那

时还没做为唯一标准）飞速增长，领先浙江和东南沿海若干年。这里面值得分析

的是不仅是北仑大港，那是中央政策和宁波地理位置决定的，主要还是宁波“走

遍千山万水、叩响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有“新宁波

帮”之称的乡镇、民营企业。记得二十年前统计全国“百强县（市）”，只有六个

县（市）的大宁波，就有鄞县（现鄞州区）慈溪、余姚入选，而且排名靠前（鄞



县、慈溪市在十名内）。笔者当年采访近百名鄞县、慈溪、余姚的乡镇、民营企

业家，没一家不为地方政府做出杰出（重要）贡献的。当年慈溪的乡镇、民营企

业突破万家，不到 30 万本地农民劳力，近 10 万外出筹办企业，另 20 万雇佣了

百万（最多时达 150 万）外地农民，为这个新兴的县级市“增砖添瓦”…… 

这些，就是在“太阳升起”时，为改变自己世代为“牛”命运的新型农民，

“集体抬头”转化为人的过程。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他们的今天。而

那时候承负着国企“攻坚”重任的杭州市，还被有“暴发户”之称的宁波人讥笑

为：“美丽的西湖，破旧的街市”的叹息中，唯一繁华的一条解放街和新开发的

“四季青”商摊，柜台上流行的不过是“温州的皮鞋、义乌的小商品和阿拉宁波

杉杉、雅戈尔的服饰”。是的，比起温州皮鞋和义乌小商品，那时的杉杉、雅戈

尔不知要高出多少档次。要知道，阿拉宁波人可是的的刮刮的“红帮裁缝”的传

人，连“国父”孙中山的“中山装”都是阿拉定做的…… 

  

3、关于宁波沦为浙江“老二”现状，市委书记郑栅洁似乎有些“着急”。是

呵，这么好的“深水良港”地域优势，这么好的“乡镇、民营经济”，又有着数

十万在海内外经营、功成名就的“宁波帮”、“帮宁波”；宁波的经济 GDP 咋会落

后于杭州呢？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他在市级干部会议上吹响了宁波向着高质

量发展的“集结号”：提出：“项目争速、产业争先、科技争投、城乡争优、服务

争效、党建争强”暨“六争攻坚、三年攀高”的发展战略。有评论说：“郑书记

的‘六争’，旨在把一些‘小富即安’的宁波人从睡梦中拽起。” 

这是宁波在新时期发展道路上一个新契机，市委领导向我们每个“小富即安、

有心理优势” 的市民，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宁波的发展依靠什么？ 

无独有偶，笔者最近看到“知乎”上一篇网文：“为什么宁波的发展会比杭

州慢？”提出在五个计划单列市省份里面： 

广东：深圳明显强于广州； 

福建：厦门明显强于福州； 

山东：青岛明显强于济南； 

辽宁：大连明显强于沈阳； 

唯有浙江，同是计划单列市的宁波，发展远远落后于杭州呢？ 

作者似乎是一个在宁波创业的外地人，看问题比较片面，话也讲得比较“尖

刻”：类似：宁波城市执掌者“没有抓住时代的先机”（那是指小平同志题词：“把

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由国务委员谷牧同志

任组长的“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宁波先后成为沿海开放城市、副省级城市、

后又成为全国第十个计划单列市）。宁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乡镇、民营企业“在



弯道竞争中的迷失”（在世纪之交起，宁波的经济显示危机征兆，“制造业”的车

夫们不堪称重负；把办厂的收益转投房地产，没如杭州、深圳一般催生出一批行

业领军企业。“城市建设和文化设施相对滞后”（由于后续政策左右摇摆，城市东

移战略搁置下来，曾号称“浙东第一街”的繁华中山路，修修补补经历“八年抗

战”仍不理想，整个城市商业业态七零八落；虽有重视教育深厚传统，本土高等

教育机构并不理想，与同类城市相比，高等教育和研究力量薄弱的短板明显）。

“城市发展定位布局思维混乱，缺乏像杭州王国平那般的城市管理者”（一个曾

经美丽的海滨城市，因为重化工基地的定位，造成沿海化工企业密集，东至北仑、

镇海，南至宁海、象山；北至余姚、每地都建有规模巨大的电厂，有多少宁波人

可曾想到人口只有北京三分之一的宁波，每年用煤量比之高出一倍，对周围海洋

环境影响巨大，成为东南沿海重点雾霾城市。而杭州的发展，牢牢抓住了“弯道

超越”的机遇，重点在新经济构建、传统产业升级和市镇建设上。 

但这些尖锐的说法，有一点是说到点子上的。这就是经过改革开放漫长的四

十年的竞争，现今的宁波人有些疲惫、甚至“麻木”了，对新事物的接受不如三

十几年前这般“敏锐”或说“敏感”了。当年创业的许多乡镇、民营企业家，普

遍地面临“退居二线”或已经“交班”于新一代了。而“新一代接班人”中，有

许多“高智商”而缺乏社会磨练的“新人”。这就使这支队伍缺乏前辈企业家“活

蹦乱跳”和“破釜沉舟”的“竞争”精神。 

 

4、本人不想就事论事地评述两个城市间的差距，虽然我在退休前差不多有

近一半时间唱“双城记”，至今定居宁波，却还领着省级新闻单位的退休工资。

就目前态势看，两个相距不足两百公里的江南名城，无论从经济和文化上，差距

显然已经拉开。但我想说的并不是两城人皆看重的经济 GDP，而被我们通常相对

忽视的文化（City spirit）。这也许更适合我这般从事作家、记者职业身份和嗜

好。记得十年前，我被邀择写宁波船舶史展览前言，内有一段“宁波是一艘驶向

未来的船，而我们都是船上的一条桨。”被当时在任的王辉忠书记引入他做的《工

作报告》中。为何？因为他知道城市的历史是靠每个市民抒写的；政府的职能是

组织大家划桨，把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齐心合力才能使城市发展。 

我们这代人有幸的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全过程。宁波在改革开放前

二十年，地域经济发展的速度举世瞩目。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除了经济上超常规

的发展，还有的是人在精神上的飞跃；这种飞跃几乎溶化在那时宁波城乡还尚清

新的空气中。尤其在农村，几乎是家家户户都在希冀着发财。宁波人有一个传统，

见面互相问候彼此最关心的问题。如果在五十年前，大家见面都问候：“吃了吗？”

因为那时人们吃不饱，最关心的是人的肚皮；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见面



就问：“发了吗？”换一种口气就是“有钱了吗”？就是这么赤裸裸不避讳。有

什么值得避讳的？古代宁波上接京杭南北大运河，下通“海丝之路”直达西洋；

是世界唯一“由运河连接海丝之路的枢纽城市，同时也是我国最早孕育现代市民

的商贸城市。食色性也，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好意思与不好意思的，追求幸福的

生活，是正常人性和常情。宁波城市缺乏“商性”不是在百年前，君不知“走遍

天下，不如宁波江厦”吗？那不是江厦的风景有多美，而是商业流通必需的“钱

庄业”（银行）多如牛毛。“天下有银为十，江厦独占其三”，那又是何等的豪迈

和气派。拿今天的话说，那就是 GDP独占鳌头啰！ 

现代宁波的相对“停顿”和“滞后”，倒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建

国后地处“海防前线”、没有重工业投资建设；况地域农业环境呈现“七山二水

一分田”，向有“大海洋洋、忘记爹娘”外出做生意的宁波人，在那时候几乎“蹩”

坏了。一旦大地回春，政府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又造“大码头”又允许“做

生意”，就连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是畅开的。这种全社会的创业热情，恰恰是当年

有“六朝古都范儿”的杭州人所不具备的。他们中的许多“优秀分子”，仍热衷

于国企深化“改革”或者伺机承包“国有”或“集体”项目，思忖着更加“合理

合法”地比别人多赚一份钱。完全没去想运用政策优势“独立创业”，去掘得人

生的“第一桶金”，把宁波人“张牙舞爪”、“一头裁到黑”赚钱称作“二”。 

就文化角度说，杭州人似乎比宁波人更追求生活的整体享受，不如宁波人吃

苦耐劳和那种看准目标不回头、嗜“赌”成性的“拼命三郎”精神。自然，那时

还没有马云。“高考落第”的他在省文联、作协的一家刊物当“临时工”，理智地

猛攻数学准备复考。冯根生还在国营药厂打工，“娃哈哈”则是一家校办企业。

鲁冠球算是最先与体制决裂的农民企业家，但他也是肖山的一家乡镇企业的“代

表”。而这时宁波，“杉杉”、“雅戈尔”、“中国金轮”等等“特大型民企”，已在

行业内“称覇一方、独占鳌头”…… 

 

5、你说宁波人“二”吗？是有点“二”。“二”在杭州话里，有一种独特的

表示：即“不适时宜地蛮干”；用普通话表达，大概就是“二愣子”。这当然是一

种篾视或鄙夷的称呼，但对当时急着“富起来”的宁波人来说，倒是妥当的。没

有那种“敢为天下人先”的精神气儿，宁波的经济、文化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吗？

尽管我们相比杭州屈居“其二”，可是我们与自己比较一下，这四十年里我们的

城市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与杭州相差的仅仅是人均 GDP那条“杠

儿”；这条杠，你看重就是“杠”，不看重其实不是“杠”。我国生产总量是除美

国外的“全球第二经济实体”；但科技发展、社会保障设施和文明程度，能与西

方一流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吗？ 



2004 年，我受慈溪市委宣传部和文联之邀，采访几十家乡镇、民营企业的

董事长和总经理，深为他们“走遍千山万水、叩响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

“百折不回、敢为天下人先”的创业精神感动。现今方太集团（原飞翔）董事长

茅理翔，当年生产只有微利的“打火枪”，为使产品走向全国、走出国门；他身

背产品“闯广交会”，不顾“老总”脸面，几次被人驱赶几次强行“冲入”；自带

产品“跑供销”，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夜车子“抛锚”被冻成“冰棍”，绝望之中只

有一个信念，他说：“为农民的尊严活着，是我唯一生存的勇气。”因为，出生

农村拥有“普师”文化程度的他，毕业后双脚瘫痪历经人间艰辛，为了使自己站

起来“活成个人样”，他什么苦都尝尽了…… 

这就是当初浙东农村“在烈焰中炙烤三次，又在海水里浸泡九遍”的第一代

农民企业家，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像茅理翔这般的经历，是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到

了改革开放的前沿。当年的中共慈溪市委书记徐明夫，把慈溪农民这种精神，归

纳为本地“移民文化”、“青瓷文化”和“海塘文化”影响的结果。说改革开放慈

溪发出速度惊人，除了党的政策外，地域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我与另一位作者把慈溪人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写成一本题为《时代

见证——慈溪农民报告》的书，献给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 100周年，在

文坛受到好评。遗憾的是：不是每一任领导都是这样看问题的，认为慈溪之所以

能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取得骄人成绩，是因为政府政策引导得力。当时有一位省

级机关下来锻炼的孙姓副书记，在这本书的研讨会上大谈政府的“执行力”，在

研讨会结束邀请总后创作室一位作家（我在北师大读研的同学），另择写关于“政

府在改革开放中提升执行力”的长篇报告文学。旧事重提，不是为我的作品没获

得重点奖项叫屈；而是地域文化中 “平民史观”还是“英雄史观”的抉择。在

宁波的改革开放中，是政府官员“唱主角”，还是由企业家“唱主角”？也就是

谁率先品尝“改革鲜果”的大问题。 

 

6、为此，我斗胆在这儿提出“庶民文化”与“士族文化”的概念，这是现

代城市发展中凭借经济条件却又截然不同、相互依赖又相互抵触的城市文化内涵。

譬如说杭州作为世界旅游城市推出的“杭帮菜”，源于南宋建都苟安“西湖歌舞

何时休”的“瓦舍”，“瓦舍”是干什么的？简言之就是现在的卡拉 OK 兼餐厅的

歌舞厅（也可叫戏台子），达官贵人嬉戏于内就餐，于是“杭帮菜”就出来了。

本世纪初我从事旅游报业工作时涉及过菜肴的“改革”（也就是推出一种菜系），

知道“杭帮菜”分“城厢”、“湖墅”两种。现在推出的基本上是“湖墅”菜系，

因为“城厢”菜系太繁琐，不适合现代“大众旅游”。 

那么“甬帮菜”呢？真正的“甬帮菜”是什么？其实也与旅游有关系，大都



是以咸、鲜为主、原汁原味、清蒸白煮；过去月湖船娘载游客载波以舟，以“六

冷、八冷、十二会签”待客，谓之“月湖船菜”或“三江煮菜”。不管你如何变

化？“甬帮菜”相比“杭帮菜”，无论色香、口味、品相与知名度，远不如“杭

帮菜”。究其原因，就和城市在历史上的知名度和文化内涵相关。 

一个城市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自身文化制肘的历史。即使美国纽约、华盛

顿这般建城不足三百年的“暴发户”，也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史。杭州与宁波同属

江南富庶之乡的“水城”，在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史上，杭州无非由于耕田比宁

波富有一些，且不受海潮侵扰、自然条件稍优于宁波。一条南北大运河的贯通，

使杭州、宁波在历史上受益非浅，尤其是宁波，自汉晋以降成为中华帝国通往世

界的“黄金水道”出海口、“海上丝路”的启锭港。但是，杭州的受益主要是南

宋在此建都一百三十余年，形成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士族文化”，相比中国

最早产生“庶民文化”的宁波。这种“士族文化”，似乎更接我国从“农耕文明”

走向“工业文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地气”。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短期内可以不受文化基础的制约，但从长远的眼光看，

必与城市自身的文化基础相关。杭州近二十年的“咸鱼”翻身史，我们可以从“知

乎”上《十年一觉杭州网》中觅得端倪。那里面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中

央与地方，讲得更多的不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而是一种“权谋”和“文化”。

我想：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定专业经济与文化知识的杭州人宁波人，一定能看懂什

么是政治家执掌城市，而不是经济学家或企业家…… 

 

7、现在我讲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宁波在今后十年的发展中，是不是甘居

浙江“老二”，还是超越杭州成为浙江“老大”？ 

此问题其实很不好回答，应该也不是我这般的“闲散百姓”能回答的；郑栅

洁书记的“六争攻坚、三年攀高”的发展战略，应是一个对党和人民、特别对宁

波负责任的好干部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宁波“对症下药”提出的口号，经过一年

的实践，应该说卓有成效。遗憾的是各级政府在执行郑书记指示的过程中，往往

突出了在物质层面的“六争”，而很少有人注意在精神层面上的“六争”。 

这话如何理解呢？就历史角度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宁波向中央、海内外招

商争的项目并不算少；那“泱泱东方大港”的北仑码头，是争来的，镇海、北仑

连片的化工城、热电厂，也是争来的，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还是争来的：农

村城镇化、那么多的“拆迁”项目、遍地发展旅游的民宿，那么多接受政府资助

的科技“信息”、文化产业项目，同样是争来的；但你还是没有宁波的一个“阿

里巴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丁磊，人家先跑到深圳“创业”，后来又跑到杭州“养

猪”了；再看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云一时的乡镇民营企业，“杉杉”跑到上



海去了，“雅戈尔”沦落为房地产业了，支柱慈溪财政“钱袋子”的“中国金轮”

消失已久……当然，还有“方太”、还有“金田铜业”、还有“华茂”、“海天”……

只是多者乎不多也。乡镇、民营企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这有时代的原因，

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支持力度与引导的原因。如果询问那些倒毙或搬迁至

异地的企业家，他们怀念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说那段时期是宁波乡镇、

民营经济发展的最佳良机。前段时期我在上海还听当地的商会的“老板”谈及：

“若论政府支持的力度，当推上世纪 90 中期。其重要一点，是把企业流动的资

金盘转活了，使企业如鱼得水……” 

我不懂企业管理，不知这说法对还是不对。查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是铁面

朱总理整顿金融轶序时，宁波当时头面人物许、谢也正因为此丢掉官帽、囫囵入

狱……为何那段时期宁波的经济 GDP反倒快了？以后速度慢慢地缓下来。就我眼

光看，主要还是地域文化因素。信奉老子“上善若水”的宁波人，在生意场上“弹

出眼乌珠”竞争，颇有一种“敢为天下人先”的硬劲和“杀胚”闯劲。在精神领

域中却非常善良，信奉老子：“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道理；“小富即安”

也好，“与人为善”也罢，如果政府没出台切实可行“文化兴市”的措施，提出

类似物质领域“六争”之类的口号，已经适应在精神上“安逸”和处于“休憇”

状态下的宁波“新生代”市民阶层（以“富二代”和“官二代”为主体），是不

会主动“轻举妄动”参与时代竞争的。因为对普通人来说，生命有限而奋斗无涯；

“挖第一桶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与人为善”就要“小富即安”，这是以市民为

主体的现代城市的“个性”特色。一个城市有没有竞争性？或者说有没有持久性

的竞争力，关键不在于物质上拥有或说“竞争”；而在于精神上以“不争”为特

色的“心理竞争”和“心理优势”。就如以前上海人除了宁波来人称之外婆家的

“银客”；而其他城市不管北京、天津、广州，则一概统统地称为“北佬”、“南

蛮”和“乡下人”。这就是蕴藏在近代市民阶层心中的“潜意识”。 

老子所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所谓“不争”，其实是最大的争。

你看那滔滔东逝之水，逢山开路，水滴石穿，一刻不停地汇入海洋，哪有什么“万

里长江水，我取一瓢饮”的退让？争者乎，非争也。如果你拥有“水滴石穿”、

“水润万物”的精神，这浙江“老大”的桂冠，最后还会落到你头上。这些，供

深谙“庶民文化”之道的宁波企业家和市民共同思考之。 

所以我说：“为拥有杭州半座房，而丢掉宁波一套屋者，谬也！” 

 


